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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墒个展

策展人：苏伟

展览时间：2015 年 12 月 12 日 － 2016 年 01 月 24 日 

开幕时间：12 月 12 日，16：00 － 18：30 

同时为两个或多个不同的阵营潜心工作，但是并不信任也不忠诚于任何一个阵营：王墒喜欢将自己的工作方式比喻成双重间谍。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中，王墒

执行着艺术家与珠宝商的双重身份。在这两个行业中，各自存在不同的价值、美学、秩序和规则。出于对它们同等的不信任，他将做珠宝看做是为建立自己

的艺术语言而做的“下乡采风”，而做艺术成为了他增加自己珠宝艺术性的途径。通过互为彼此的目的，王墒否认着自己对任何一个目的的虔诚。但由于渴

望依赖体制作为路径获得被认同与接受的快感，对体制的依赖与背叛同时开展着。

 

出于对价值体制的这种不信任，在所有这些个人的纠结与实践背后，王墒的作品时常指向自然以及地质的历史。他的雕塑将不断异化的大地转换为抽象的形态，

价值在其陌生的面貌下显得异样而无关联。《无光无影》这部融合了广告，宗教，艺术语言中常见元素的短片，挪用着那些时常被认为是构建意识形态的机制，

陈述着一个关于自然零点的篇章。大地通常被视为“家”，正是在这个自然零点之上我们构建着各种虚构的，并终将默认的价值体制。在艺术行业中，这种

破坏力极强的转喻揭示了所有暗含其中，不言而喻的价值的虚构性。人无从脱离体制之“家”，就像人类的价值无法脱离自然提供的物理基础。正是在这样

的认识下，王墒在绝望中坚持着依附与背叛，反抗着自己的反抗。

闪烁的珠宝首饰对于当代艺术的语境而言是陌生的，易于排斥的。王墒的创作就是这样既试图归属于他的价值又试图躲避规则。在美学和历史意识形态生产

的私密空间中，他既暴露了自己的两难与绝望，也将价值体系塑造的疆界倒转。对于诉求于通用和普遍性的艺术行业来说，这样的工作显得难以消化，如鲠

在喉。



关于艺术家

王墒，1984 年出生于北京，现生活和工作于北京。他毕业于金匠大学（Goldsmiths College）和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毕业后，他参加了美国

宝石研究院的课程，并从事珠宝行业。在这段他自己称为“生活实践”的过程中，通过所获得的知识和体验，他逐渐明确了自己此后艺术创作的理念。他的

绘画、装置，雕塑以及影片从不同角度诉说自然的历史，并以此审视当今人类对自身文明与大自然关系的质疑。个展：魔金石空间，北京（2015）；OCAT 深

圳馆，深圳（2014）；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2011）。群展：天线空间，上海（2015）；意大利卡萨雷斯博物馆，意大利（2015）；Between Art Lab，

上海（2015）；OCAT 深圳馆，深圳（2014）；Mitsukoshi，东京（2012）。



家丑：王墒和苏伟的对话

苏伟：我们从展览说起。你用双重间谍描述自己的工作，这一点是吸引我开始策划这个展览的前提。我觉得这个描述里有着对自己工作清晰的认识，同时则

传达出面对价值机制时复杂的情绪。你既是珠宝商也是艺术家，你对两个行业中生产的方式，目的，传播手段，经济价值和效果有着身体上的敏感，同时也

因为双重的身份而无法完全信赖、也无法完全脱离各自行业所维护和默认的价值观。能首先说一说你是如何开展这样的工作的吗？我想双重间谍的想法是动

人的，但我们仍需要把它具体，因为每个人都在扮演双重间谍或者多重间谍的角色，在生活、艺术的多个领域内穿梭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状态。

王墒：我想有一种普遍性的认识，认为艺术是追求自由以及质疑社会体制的职业。而我从三四岁便开始跟宋冬学习艺术，后来进入美院附中，然后去了英国

的 Goldsmiths 和 RCA。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对于我来说本身成为了一种有问题的机制。其体制所赞誉的美学与价值成为了一种被遵循的规则，而其代表的价

值观也对我来说缺乏绝对的说服力。因此就在 RCA 读策展研究生的时候，我决定尝试别的行业。当时因为机缘巧合，正好有个珠宝商在找人帮着做珠宝设计，

我就开始研究起了这个行业，并开始从事一些设计与交易的工作。在接触珠宝一段时间后，我便对这个行业也产生了怀疑。正是因为这种失望，心里产生了

对艺术的一些价值的怀念和重新燃起的向往。但是我知道这种源于对另一个行业感到失望而产生的向往是不会持续的。就这样我重新捡起了艺术创作，并同

时坚持在珠宝行业的工作。起初这只是一种摇摆的状态，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可以把做珠宝和做艺术互为彼此的目的来工作。我可以运用在做珠宝时对矿物质

的认识，以及所获得的视觉元素作为我艺术创作的素材。同时我也可以在通过做艺术获得艺术家身份的时候，为我的珠宝创造能多的价值并和其它珠宝品牌

产生差异性。以这种逻辑进行工作，我可以不把“灵魂”交给任何一个体制。后来我觉得这很像双重间谍的工作方式，他们存在与两个或多个阵营，潜心工作，

但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不从属于任何一个系统。

苏伟：依赖感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比如人们依赖于谈体制，就算是对体制有向往的，依赖于反抗，依赖于谈批判，批判体制，实际上并没有辨别自身与体制的关联，

尤其是与体制背后意识形态的关联。策划这个展览，我其实是一个学习者的角色，我在你的工作中实际上体会到了一种诚实，就是在面对某一种价值机制时，

首先意识到这种复杂的关联性，而不是把自己摘出来。这里面有艺术家本身面对某一固有的权力结构时复杂的情绪和身体感知，也有理性的思考包含在里面。

王墒：是的，我想在上学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和体制之间的这种关联是绝望的。也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得批判与反叛在我看来也并非是面对这种情形时有效的出路。

所以从一开始，我在工作中关注的就不是如何把自己从体制中完完全全的摘出来。我更多的感兴趣的是如何在不同的体制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部分。比如艺

术和珠宝共同的制造物体的过程就是我很感兴趣的，也是我不断工作中非常重视的。但是当你和体制放生关系的时候，尤其是成为一辈子生活的组成部分的

时候，在其他的层面就会考虑到自己和体制之间的关系，价值观的认同感，人生意义，意识形态，等等一些列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情况下，当感觉艺术的

很多价值和规则是缺乏说服力的时候，我觉得需要跟它保持一种有效的持续的距离感，从而才能更舒服的坚持工作。这就是双重间谍工作逻辑对我的意义。



苏伟：从展览的角度说，我希望这个有关价值和意识形态的探讨是有针对性的，希望可以赋予它一个明确同时又有张力的语境。这个展览诉说的是当代的文

化情境，既是呈现你的创作个案中对于价值和意识形态的讨论，也指向这个个案发生的土壤。既我们这里的某些情况，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艺术行业份

内的事情，也是文化生产本身所面临的挑战。

在本地的艺术行业中，狭隘的美学感，以及由此引发的新一轮对个人性和视觉形式的崇尚，正在制造越来越多的障碍。这其中，尤其是一种暧昧的态度最值

得我们关注，很多创作和写作有意地制造出一股暧昧的，无所指、又貌似和现实有所关联的情境，并认为这是一种开放的精神和当代的体现，我们看到他们

用狭隘的美学感制造了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是可以流通的，可以传播和易于接受的，也是可以买卖的。这一现象又是和我们整个的文化生产语境相关的，

这个语境实际上是很多创作者无法直面的东西，一方面，它不被允许去描述，同时，现有的文化生产内容也无法把它进行充分的描述。因此，美学成了一个

避难所，但这又不是真正哲学意义上的美学，只是一种无所依从的美学感。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艺术变成了国家政策默认允许下的活动，它本身也

在生产价值，但这些依附在这种暧昧的美学感上的价值，实际上是没有内容的，是缺乏真实的触感以及思考的，它所生产出的价值，一方面在商业力量和国

家的文化产业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得到很大的强化，但另一方面，这些价值是中空的，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艺术行业内价值虚无化的态势。

价值的虚无化实际上又是权威的国家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产物，因为我们看到无论在政党层面还是国家层面，所有的叙事内容仅仅是为叙事本身服务的，它的

唯一目的是强化国家和政党本身，因此价值是为了价值本身存在的，在这个层面上，艺术行业与国家意志有着惊人的重合，价值既是强大的，又是虚无的。

这个阴影也投射在艺术行业之上。

王墒：我想从价值的虚无性这个角度来说，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们在展览中提到“家丑”这个题目。其实这是个听起来别扭，但是十分恰当的名字。首

先对于价值体系来讲，它们的“家”实际上是大地，这个物理性的存在基础。而这个基础本身的物理性其实是拒绝任何价值的。就像彗星撞上地球，恐龙都

灭绝了。这个自然事件是没有对错之分的。大地本身并没有提供价值判断。是我们人类在发展进程中以一次次虚构的方式建立起了自己的价值体系。因此每

个价值体系的建立，对于大地零点这个自然属性来讲，都是暴力的，强加的，虚构的。正是出于自己对地质的这种情节，我的很多作品都指向自然本身不断

异化，不断“否认”自己的过程。我想是出于一种想让我的作品，我所做出来的雕塑和图像，承载一种对自己的出处具有自省感的情节，我才不断的在作品

中指向自然。另一个家，就是对于每个人而言，价值这个家。这其实是把刚才我说的物理的和虚构的关系倒置重演了一次。这次虚构的价值是“家”。人作

为自然属性的单位，作为物理的存在，自出生和社会发生关系时，就无从逃离虚构的价值体系。我认为，就像价值无法否认他存在的物理基础，人也无从逃

离这个虚构的价值空间。这两个无法逃避的家呈现了一种绝望的现实。我觉得我的工作方式是我自己选择的一种面对这种绝望的有效方式。我的目的并不是

对抗推翻艺术或是珠宝业的价值，因为我觉得对抗也往往不过是一个和他所对抗的对象一样的让人绝望的体制。从这个角度讲我是有些悲观的，但是我感觉

自己是可以从中获得快感的，所以我慢慢找到了一种工作逻辑。



苏伟：的确，“家丑”是一个恰当又别扭的名字。从你创作的角度说，家是一个零点，一个启程的地方。它也是双向的，既是塑造的开始，也是重返的目标。

这牵扯到你怎么理解自己的工作。从当下来说，家实际上是私密的一种换喻。家是人们默认的东西，它是不言自明的，不言而喻的，不需要分享的。讽刺的是，

这个私密性实际上正成为艺术实践领域里共享的东西，我们共享着这个私密，也放弃追究它的权利。家是我们身体里最不愿意面对的部分，有时候让自己感

到难堪和不适。在我们分享一些私密的价值的时候，我们更愿意在家的外面竖起藩篱。所以给我的感觉，这个展览，或者你的创作，试图在扮演一个外来者

的角色，尽管你是这个家里的一员，但同时你又不是，你闯入到自己的家中。

具体到价值的讨论上，我很感兴趣你对否定地进行价值塑造这一过程的再现。在你的这些雕塑身上，我们看到人力、工具和粗糙地质材料的结合，视觉上看，

这种结合既是粗暴的，又是带有美感的，或者至少是反讽的、挑衅的、无奈的、否定的美感。你对这个美感既信任又保持距离，对这些物体身上反射出的诱

惑既抵制，又享受这个快感。展场里两个大雕塑互文地摆放在一起，它们指向对方，互为参照，也抵消了彼此的意义。每个雕塑本身都是没有含义的，它们

身上形态的细节也是难以用具体的语言去描述的，里面充满着矛盾、抵消、创造、惯性、沉寂这些态势。

这个视觉方法，实际上故意剔除了语境的存在，用一种看似错误的否定——否定内容，否定基础——重现价值塑造的真实过程，因此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悖反的，

它否定了价值的真实性的同时，也对这一重现真实的过程进行了肯定。如果我们用这个方法去影射艺术创作的当下状况——我说的是影射，不是反映或者比

喻——也许你并不能完全同意，但在我看来它是有意义的。因为整个行业看起来都是在一个去语境的前提下工作的，这里面的原因和动机非常复杂。

王墒： 我其实并没有想要去除语境。相反我更想勾勒出语境形成的基础。如果说我有运用去除语境的方法，那其实目的也是勾勒出语境价值等形成前和消失

后的状态，并把这个状态本身看作是一种语境。看作是一切工作开始的原点。就像我的工作逻辑并不试图脱离价值体系一样，我的作品也不诉求脱离语境的

存在。相反我希望它们对生产它们的语境有一种自省的意识。我的化石雕塑试图呈现一种陌生的但是又带有自然视觉特性的物体。因为我觉得自然本身是这

样一种不断自我陌生化，不断自我异化，没有固定形态，只有相对特征的存在。化石就是这样的东西，它们以前是某种生物，后来变成了石头。再之后又被

新的环境改变成新的形态或物质，之后又变成了某种矿石。一方面我认为价值本身也是在这样不断自我异化的，另一方面大地提供了一个对于价值来说不可

能的物理基础，同时它也具备抹杀一切现存价值和体系的能力，将一切所构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中有你所说的双向性。既是在重返原点，

又是在认识到原点的原点的荒诞性的基础上进行塑造。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作品里，我觉得意志是一种很关键的东西。比如我的跳绳画，这个需要长期坚持，

并达到健身效果的事情。还有“无光无影”中口号式，宣言式的独白。那句“我们将是命运的主宰者”这句自带矛盾的结束语。还有我的化石雕塑，其中所

用的绳子和绳子上生长的结，对于我来说是有具体含义的。早期航海时代计算船只行驶的速度，是靠在绳子上打上结作为衡量的工具。而在那个时代海洋甚

至比如今的宇宙更是一个未知的事物。那时的人甚至不知道地球是方的还是圆的。



不知道是否有死亡的边界。但是人们却坚持驶向边界，那种面对未知的探索，那种探险精神本身的意志，我觉得是非常有魅力的。同时也是面对现实时所必要的。

我认为回到原点的目的并不是逃避塑造。而是要把这个原点的丑陋展示出来，从而打破对他的幻想。从而肯定必须要坚持塑造的原因，并承认塑造时由于这

种零点作为基础所以不得不面对的绝境。归根结底因为那个原点本身是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向往的，是绝对空无的，并且是灾难性的。就像齐泽克指着一堆人

造垃圾说我们要去爱他们，因为即使这些是错误的回归自然也并不是可以选择的，自然本身没有给我们任何退路。

苏伟：我觉得说得很有意思，实际上绝境才是艺术内部的语境，在绝境里，人无可依托，没有先例，没有退路，没有对效果的期待。也只有在绝境里，人才

能获得对现实的绝对敏感度和最清醒的意识。在我们这种被各种平庸的、模仿的、机械化的批判尺度以及中产阶级趣味束缚的环境里，我们不得不去设想绝

境，或者说去创造自己的绝境，把自己投放在那里。这不是因为期待自由的环境，或者达到本质主义者期望的目标，而是因此而获得内省的空间——而内省，

恰恰是当下的文化情境中极度匮乏的东西。

王墒：绝境和自省之间确实存在一种联系。当身处绝境的时候，自省往往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手段。在“无光无影”这部影片中，我想我试图去以这种方式达

到自省的效果。我用了很多商业广告，宗教仪式，政治口号所常用的语言，去描述一个关于自然，大地零点的故事。其实我一直觉得大地本身是一个真正的

绝境。我想看看当我把那些被普遍当做批判标靶的机制 - 商业的，宗教的，政治的 - 放置在自然这个它们诞生的原点进行观看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意识形态的异化被反复的批判着，人们对商业的宗教的政治的宣传有着机械化的警惕性与被驯化出的敏感度。但是当置身于大地这个背景之下，我觉得可以

把这种普遍的审视角度问题化。当我们想去除异化，想逃离意识形态时，我们是否意识到异化本身所做的是提供给了我们面对零点这个绝境的方式。也许我

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对我而言这种异化本身，和看清我们所批判的异化的真正的工作背景和它诞生的原点是有建设性的。也是要比那些被驯化出的平庸化的

对商业的警觉更有意思的。回到刚刚你提到的绝境与内省这个问题上去，我觉得面对绝境有点像摄影中常用的轮廓光。轮廓光是从拍摄主题的背面打过来的光。

为了更清晰的勾画出物体的结构，最有效的并非是从物体的正面打光，相反当照亮物体的背部时，会更能让人清晰地看到主题的外轮廓。我的一部分兴趣是

挖掘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与价值的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想给我的这部影片大家异常反感和惧怕的广告属性，我想以这种方式照亮普遍认识之后的东西。

我想这也是一部分我做珠宝对我的艺术的原因所在。它让我在艺术机制中处于一种被普遍认识排斥和否认的位置上去展开自己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把自己置

身于这样一个体制内的绝境，是可以把这种驯化出来的排斥和机械化的敏感问题化的。

苏伟：当代的意识形态结构实际上是缺乏动态和游戏空间的，二元的结构蜕化为寡权的结构，因此，权力的意义在我们的当代变得歇斯底里，力图留住意义

的基础，而实际上，权力的意义是封闭和中空的。而同时，阶层（阶级）属性变得模糊，历史叙事的价值越来越贬低，同时我们又在期待历史生产权力的分

散和弱化，这又在很大程度上蓄积了诞生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生产方式的力量，如果我们还可以称它为意识形态的话。



广告的，政治的，宗教的，所有这些意识形态的语言里所曾经具有的鼓动和催眠效果，也正变成一个资本流动和社会变动不可预期的世界中机械的一部分，

它失去了那种曾经激动人心的交流和沟通功能，以及激发新的社会关系的潜能。艺术和广告之间曾经有过强力的结合，为价值的平等和权力结构的扁平化做

出了巨大贡献。而现在，艺术中，或者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本土的艺术行业中，正有一种趋势将艺术自身变为寡头的意识形态，它是无可交流又是易于交换的，

它秘密地寄生于权威意识形态暴力的控制与歇斯底里的喊叫之间，凭靠美学游戏或者商业游戏等等策略进行价值的循环生产，并自称为自主的、开放的艺术。

我想你的工作可以说是针对意识形态展开的批判，当然这是从从中性的意义上使用“批判”这个词，而不是去滥用它。或许在最后，可以暂时抛开作品本身，

听听你从创作的角度分享一下你对当下意识形态状况的思考。

王墒：面对自由，平等，创造等这些概念都根植于意识形态的生产中；面对不同的马桶构造的设计都包含着意识形态的权力关系；面对这样的现实，我没有

过多的幻想。虽然没有幻想，但是明确现实的状况我觉得是很关键的。认识到身处于错误之中，再去坚持一些行动，是因为我坚信错误本身所提供的条件中

仍然是有一些有建设性，有创造性的东西。我的工作逻辑是由自己对身处的体制的认识而生的，但是我对艺术中造型的兴趣，和对它的信念驱动着我的创作

本身。正是这样的情况使得我不甘心停留在任何一个层面上，不论是意识形态“批判”上的，还是“纯粹”造型上的。所以我的工作也试图让它们之间产生

相互的关联。正是这样的方式让我可以固执的去执行创作这个工作。




